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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程序正義係指決策過程的正當性。如果組織成員認為特定人事決策傾向「對事不對人」，

則比較可能認為該項人事決策具有正當性；如果組織成員認為人事決策是「對人不對事」，則表

示他們認為該項決策是不公正的。然而，決策特性如何影響到組織成員的「對事」或「對人」歸

因呢?本研究針對此問題進行實證調查。研究以國軍組織的行政獎勵與行政懲罰為情境，探討組

織成員的決策特性與決策歸因的關聯性、決策歸因與正義知覺的關聯性以及程序正義知覺與生涯

期望的關連性。分析有效樣本計 136 份，研究發現如下：1.組織成員愈認為特定行政獎勵及行政

懲罰決策的考慮焦點是當事人的實際行為，則愈傾向認為該決策是「對事不對人」。2.組織成員

愈認為特定行政懲罰決策的考慮焦點是當事人的個人特質，則愈傾向認為該決策是「對人不對

事」。在行政獎勵的決策情境並無此關聯性。3.組織成員愈認為特定行政獎勵決策的考慮焦點是

當事人的背景關係，則愈傾向認為該決策是「對人不對事」。在行政懲罰的決策情境並無此關聯

性。4.組織成員愈認為特定行政獎勵及行政懲罰決策的穩定性愈高，則愈傾向認為該決策是「對

事不對人」。5.組織成員愈認為特定行政懲罰決策的控制性愈高，則愈傾向認為該決策是「對事

不對人」。在行政獎勵的決策情境並無此關連性。6.組織成員愈認為特定行政獎勵及行政懲罰決

策是「對事不對人」，則愈認為該決策是公正的。7.組織成員愈認為特定行政獎勵及行政懲罰決

策是公正的，則對於個人在軍旅發展的生涯期望愈高。 
關鍵字:決策焦點、決策穩定性、決策控制性、決策歸因、程序正義 
 
 

壹、 緒論 
一、研究動機 
 

國軍的行政獎懲公正性一直為組織成員所垢病。除了特定事蹟的獎懲外，行政獎勵的「獎

點分配」經常是主管對部屬的酬庸分配；行政懲罰更可以從軍中流傳的「軍中事情可大可小」一

語看出因人而異的標準。就獎懲的功能而言，行政獎勵與行政懲罰是在強化特定優良行為與弱化

特定不當行為，換言之，組織實施行政獎懲的對象應該是「行為」而不是「人員」，行政獎懲應

該是要做到「對事不對人」，而要避免被組織成員認為是「對人不對事」。 
組織成員如果認為特定的行政獎懲是「對事不對人」，則比較容易產生獎懲公正的印象，

反之，如果組織成員認為行政獎懲是「對人不對事」，則比較容易產生獎懲不公的想法。由於行

政獎懲對組織成員的人事權益影響很大，所以組織成員對於特定行政獎懲的正義知覺，往往會對

其工作態度及行為產生重大的影響。然而，一個行政獎勵或是行政懲罰的決策過程，有哪些線索

可能會影響到人們對決策公正性的判斷呢?而人們又是如何將這些線索與正義知覺產生關聯性呢?
是為本研究的主要動機。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懷疑人們會利用歸因的方式將所觀察到的決策特性進行簡化，例如，如果組織成員

觀察到特定的行政獎勵是發佈給主管的親信，那麼就有可能會懷疑是主管的偏私行為，因此可能

會將這項行政獎勵歸因為「對人不對事」，又例如假設組織成員觀察到特定行政懲罰與過去的常

態慣例不同，則很可能會懷疑這項行政懲罰是用來「殺雞儆猴」的，所以有可能會將這項行政懲

罰視為「對人不對事」的決策。同時，本研究也懷疑組織成員對行政獎懲的決策歸因會影響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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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性的判斷。長此以往，組織成員累積對獎懲決策的公正性印象，將可能影響他對個人事業前程

發展的生涯期望。歸納而言，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行政獎勵及行政懲罰的決策特性與決策歸因的關係。 
(二)、探討行政獎勵及行政懲罰的決策歸因與程序正義知覺的關係。 
(三)、探討組織成員對行政獎勵及行政懲罰的程序正義知覺與個人生涯期望的關係。 
 

貳、 文獻探討與研究假說 
 
一、正義理論與實證 
 

組織正義(Organizational Justice)是晚近組織行為理論的重要課題之一(Greenberg,1996；
Folger & Cropanzano,1998)。瞭解組織成員如何看待公平與正義，可以幫助吾人更清楚掌握提昇

管理績效的手段(Greenberg,1996)。「正義」(Justice)長久以來為政治、社會和道德哲學所討論的重

心之一。朱堅章（民 80）認為正義就生活層面而言，即是所謂的「公道」。正義概念的淵源可以

分為「人」與「天」兩種。前者主張正義是主觀的，後者則相信正義是獨立於人之外而客觀存在

的。由於人必須隸屬於社會中，與他人相互依賴而生活。正義必得存在於個人與他人的關係中。

換言之，正義乃是人與人之間授與受之規範。人與人的關係型態不同，便有不同的正義原則。 
    有關組織正義理論的發展，Greenberg(1987)利用「反應—預應」(Reactive vs. Proactive)及「內

容—過程」(Content vs. Process)二構面，將組織正義理論進行整理與分類(表一)，反應式正義理

論在於解釋人們如何避免不正義的狀態，預應式正義理論則是在於創造正義的狀態；內容正義理

論在於討論結果的分配是否正義，過程正義理論則試圖探討組織的決策程序是否符合正義原則。 
 
 表一 組織正義理論的分類架構與代表性理論 

 內容(content) 過程(process) 
反應的(reactive) 公平理論 

(Adams,1965) 
程序正義理論 
(Thibaut & Walker,1975) 

預應的(proactive) 正義判斷理論 
(Leventhal,1976；1980) 

分配偏好理論 
(Leventh et al.,1980) 

資料來源:Greenberg(1987)， “A Taxonomy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12, No.1, 第 10.頁 
 
    組織正義相關理論與實證研究乃是漸進發展的。早期的組織正義理論乃是將社會正義的概念

應用於組織中，試圖推導社會互動中的一般性正義原則及其影響，組織學者的探討則是將焦點放

在職場的角色行為。隨後由於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的重要性逐漸受到重視，組織學者開始

將組織正義的研究重心，由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逐漸轉移到程序正義(Greenberg,1987)，
近年互動正義(Interactional Justice)更成為學者討論的焦點(如:Bies 與 Moag(1986))。以下分別簡述

分配正義與程序正義的概念與代表性理論。 
 
(一)、分配正義相關理論 
    分配正義的核心概念在說明合理的資源分配結果。早期的分配正義理論主要在探討人們對於

分配不正義的認知是如何產生，以及如何避免分配不正義的狀態。代表性的理論例如 Stouffer 等
人(1949)提出的相對剝奪理論(Theory of Relative Deprivation) 、Homans(1961)提出的分配正義理

論(Distributive Justice Theory)以及 Adams(1965)提出的公平理論(Equity Theory)。分配正義發展到

後來將焦點置於如何創造公平的分配結果。Leventhal(1976)提出的正義判斷模型(Justice Judgment 
Model)認為個體在進行分配正義決策時，會針對不同情境而使用不同的分配原則。Lerner(1977)
提出正義動機理論(Justice Motive Theory)則認為正義本身就是人類的基本要求。 
 
(二)、程序正義相關理論 
    程序正義包含形式正義(Formal Justice)與互動正義二部份。    形式正義主要是源自於法學

的程序正義觀念，認為當事人對於決策過程及決策結果具有相當程度的控制力，將有助於提高決

策結果的接受性。如 Thibaut 及 Walker(1975)提出的程序正義理論(Procedural Justice Theory)將當

事人區分為爭議雙方及第三者，並將決策階段區分為「過程」與「決策」，在決策程序中就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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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過程與決策結果的可控制程度區分為五種不同的決策情況。形式正義發展至後來，學者開始

探討人們如何透過程序獲得正義，如Leventhal等人(1980)提出分配偏好理論(Allocation Preference 
Theory)指出，較佳的分配程序能夠使分配者獲得最有價值目標以及正義的達成，提出了可以提

高正義達成的八項程序正義原則:(1)有機會選擇決策者、(2)依據一致性的規則、(3)基於正確的資

訊、(4)界定決策過程的權力結構、(5)使用避免偏誤的措施、(6)允許申訴被知悉、(7)程序中提供

改變的機會、(8)立基於現有的道德與倫理標準。在互動正義方面，Bies 及 Moag(1986)提出互動

正義的溝通準則，包括:(1)誠實(Truthfulness)準則、(2)尊重(Respect)準則、(3)問題適當性(Propriety 
of Questions)準則、(4)論證性(Justification)準則。Folger 及 Cropanzano(1998)將互動正義的歸納為

決策說明(Explanations)與人際對待(Interpersonal Treatment)部分，前者是指對於決策結果應該能

夠提供合理的解釋；後者則是決策過程中的當事人應受到充分的尊重。 
近年來許多實證研究在探討組織整體正義與態度行為間的關聯性。例如 Moorman(1991)探討

組織正義與組織公民行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間的關聯性；Barling 及 Phillips(1993)
探討組織正義與管理信任、情感承諾及退縮行為的關係；Gellatly(1995)探討互動正義與曠職行為

的關係；Moorman 及 Niehoff(1998)探討組織正義與組織支持(organizational support)及組織公民行

為的關係；Skarlicki 及 Folger(1997)及 Skarlicki 及 Folger(1999)探討正義知覺與組織報復行為

(organizational retaliation behavior)的關係。此外，部份正義知覺與個體態度行為關係的實證研究

乃置於特定的管理活動中探討，例如薪酬(Greenberg,1987b；林淑姬，民 81)、績效評核與加薪

(Folger & Konovsky,1989；Tang & Sarsfield-Baldwin,1996；羅新興，民 89)、升遷 (Saal & 
Moor,1993)、懲戒(Ball et al.,1994；Chi & Lou,2000；戚樹誠，民 88)及解雇(Naumann et al.,1998)
等。過去有關正義知覺影響個體態度與行為的實證文獻已相當豐富，基於延伸解釋鏈的理論發展

需要，個體正義知覺的前因變項乃組織行為研究者所應探討的方向。 
 
二、歸因理論的實證 
 
    歸因(attributions)係指個體以特定事件的特性來歸究該事件發生的原因，人們對於特定事件

發生原因的歸屬可以說是情續與行為反應的重要基礎。換言之，因為人們會依據他對特定事件的

原因歸因，來影響他對於特定事件可能採取的行為反應，而人們歸究特定事件的原因構面包括焦

點(locus)、穩定性(stability)及可控制性(controllability)三者(Weiner,1986)。歸因理論的應用範圍極

廣，有用以探討消費者認知產品故障原因及抱怨行為反應的關係(例 Folkes，1984)；以有應用於

解釋應徵者對於甄選決策的原因歸屬與自我知覺及後續行為意圖反應的關聯性(例 Ployhart & 
Ryan，1997)。 
    在 Folkes(1984)的實證研究中，研究者將產品故障的歸屬原因區分上述的問題焦點、穩定性

與可控制性，其中問題焦點是指產品發生故障的原因焦點是消費者本身或是產品製造(銷售)者；

穩定性則是指產品發生故障是短暫性偶而發生或是持續性經常發生；而可控制性則是指產品發生

原因是屬於可控制因素或是不可控制的外在因素。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的抱怨反應與產品故障

問題原因的歸因具有關連性，其中消費者要求道歉及補償性退款與故障焦點歸因有關；消費者的

預期退換及補償性退款與穩定性歸因有關；消費者的憤怒及傷害銷售者意圖則與故障的可控性歸

因有關。在 Ployhart & Ryan(1997)的研究中，則發現應徵者對甄選決策結果的焦點、穩定性及可

控制性歸因，會與甄選決策的公正性對應徵者的自我知覺及行為意圖及期望產生交互影響。 
 
三、研究假說推論 
 
    本研究認為不僅是個體會對於本身所面臨的決策事件進行原因推測，也會對於身邊其它人所

面對的決策事件進行原因歸屬，從而產生對該決策事件的公正性判斷，並影響個人相關態度的形

成。本研究將針對組織成員如何歸因同事所受到的行政獎懲，以及決策歸因如何與決策的正義知

覺產生關聯，以及正義知覺與個人生涯期望的關係題出研九假說。分述如下： 
 
(一)、決策特性與決策歸因的關係 
    組織成員對於特定決策的程序正義知覺影響因素中，除了決策形式的正當性及決策過程中的

人際互動品質外，組織成員對於決策結果的解釋理由對於互動正義判斷具有重要影響(Bies & 
Shapiro,1987)。然而，在決策者所提的決策理由之外，組織成員會對於決策過程的線索中推測決

策的原因歸屬，判斷該項決策事件是「對事」還是「對人」。本研究推測。如果組織成員認為特

定獎懲決策的焦點主要係針對受獎懲的「實際行為」，則比較可能將該獎懲決策歸類為「對事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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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但是如果組織成員認為特定獎懲決策的焦點主要係針對受獎懲者的「個人特質」或是「背

景關係」，則比較可能將該獎懲決策歸類為「對人不對事」。因此，本研究提出假說 1A、假說 1B
及假說 1C 如下: 
假說 1A:組織成員愈知覺特定獎懲決策是以當事人的實際行為為決策焦點，則他愈會將該項決策 

歸屬為「對事不對人」。 
假說 1B:組織成員愈知覺特定獎懲決策是以當事人的個人特質為決策焦點，則他愈會將該項決策 

歸屬為「對人不對事」。 
假說 1C:組織成員愈知覺特定獎懲決策是以當事人的背景關係為決策焦點，則他愈會將該項決策 

歸屬為「對人不對事」。 
 
    組織成員對於特定獎懲決策的歸因也會受到該項決策的穩定性之影響。決策穩定性係指該項

決策與過去決策間的一致性程度，意即相較於過去的相同行為是否受到類似的獎勵或懲罰，換言

之，特定獎懲決策是屬有別於過去的特例嗎?如果與過去相關個案沒什麼不同，組織成員則比較

可能將其歸因為「對事不對人」，反之，如果特定獎懲決策被認為是有別於過去的特例，那麼則

比較可能被歸因為「對人不對事」。因此，本研究提出假說 2 如下： 
假說 2:組織成員知覺到特定獎懲決策的穩定性愈高，則他愈會將該項決策歸屬為「對事不對人」。 
 
    此外，組織成員對於特定獎懲決策的歸因也會受到該項決策的可控性之影響。決策可控制性

係指該項決策受到當事人可控的制度面因素影響的程度，意即決策過程沒有受到不可控的政治性

因素影響。如果組織成員認為特定獎懲決策是依據公開的人事法規及申素制度所決定，組織成員

則比較可能將其歸因為「對事不對人」，反之，如果特定獎懲決策被認為是受到不可控的政治因

素涉入，那麼則比較可能被歸因為「對人不對事」。因此，本研究提出假說 3 如下： 
假說 3:組織成員知覺到特定獎懲決策的可控性愈高，則他愈會將該項決策歸屬為「對事不對人」。 
 
(二)、決策歸因與程序正義知覺的關係 
    如前述文獻得知，程序正義包括了形式正義與互動正義的內涵，而互動正義則包涵人際互動

的品質及決策理由的合理性。所以，組織成員將特定決策進行「對事」或「對人」的原因歸屬，

那麼即說明他對於該項決策理由的解釋，如果組織成員將特定決策歸因為「對事不對人」，則表

示他認為該項決策具有正當性，也就提高了他對該項決策的程序正義知覺。本研究提出假說 4
如下： 
假說 4:組織成員愈傾向於將特定獎懲決策歸因為「對事不對人」，則他愈會認為該項決策具有程 

序正義。 
 
(三)、程序正義知覺與生涯期望的關係 
 

過去的實證研究指出，分配正義知覺與滿意度較具有關聯性而程序正義知覺則與承諾感較具

關聯(McFarlin & Sweeney,1992；Sweeney & McFarlin,1993)。承諾感包括對主管的忠誠度與對組

織的忠誠度，程序正義知覺愈高則組織承諾愈高，組織承諾愈高表示個體留在組織中發展事業的

生涯期望愈高。所以，本研究提出假說 5 如下： 
假說 5:組織成員對於特定獎懲決策的程序正義知覺愈高，則對於個人在組織中發展事業的生涯期

望愈高。 
 

參、研究方法 
 
一、 衡量工具 
 

本研究所設計的問卷包括決策特性、決策歸因、正義知覺、人際交往及生涯期望等變項的

衡量，詳如[附錄二]。有關決策特性的問卷題目係本研究採用過去文獻的歸因三構面，配合探索

性訪談發現所自行編製，原設計為每構面各 2 題，經預試結果分析發現內部一致性與探索性因素

分析結果均欠理想，隨即修正每個題項的文字，並包括正向題與反向題，最後設計完成並採用每

個構面 3 題，第一構面決策焦點分別設計實際行為、個人特質、背景關係各一題；第二構面決策

穩定性及第三構面決策可控性則分別設計 3 題，分別的內部一致性(Cronbach Alpha 值)為 0.82 及

0.61。至於決策歸因及正義知覺均採用單一題目的整體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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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為了控制受試者與個案當事人關係對研究結果的混淆，因此問卷中也一併衡量受試

者對個案當事人的喜歡(liking)程度，本研究採用 Ball et al.(1994)所使用的 2 個題目，該題目以被

Chi & Lou(2000)翻譯為中文使用過，Chi & Lou(2000)測得的內部一致性為 0.95，本研究測得的內

部一致性為 0.73。關於生涯期望量表則採用戚樹誠、羅新興、黃敏萍(民 88)參考期望理論所設計

的 4 題，所測得的內部一致性為 0.72，本研究測得的內部一致性則為 0.70。 
 
二、 研究過程與實證對象 
 

本研究以國軍組織的行政獎勵與行政懲罰的決策事件為研究的情境，本研究首先進行小樣

本的探索性訪談，瞭解國軍成員對於特定行政獎懲事件的公正性看法，並瞭解他們產生此一看法

的原因，藉以探索決策焦點、決策穩定性及決策可控性是否為人們進行決策歸因的重要決策特

性。其次，本研究依據訪談的歸納發現發展問卷題項，針對國防管理學院的教職人員、行政人員

及對職人員進行樣本調查，抽樣設計採取分群便利抽樣，亦即為了讓樣本包括上述三類人員，而

由研究助理依據事先擬定的「問卷發放回收備忘錄」[如附錄一]，進行三類人員的便利抽樣。總

計發出問卷 150 份，回收有效問卷 136 份，有效回收率為 90.6%。有效樣本分佈如[表 3-1]。 

 
         表 3-1：有效樣本分佈表 

背景變項 類別區分 人數 比例 

男性 100 0.74 性別 
女性 36 0.26 
29 歲(含)以下 26 0.19 

30-39 歲 60 0.44 
40-49 歲 44 0.32 

年齡 

50 歲(含)以上 6 0.05 

高中職(含)以下 2 0.02 
大學專科 75 0.56 
碩士 41 0.30 

學歷 

博士 16 0.12 
隊職人員 20 0.14 
行政人員 58 0.43 

職類 

教職人員 58 0.43 

         註：本表係整體樣本(N=136)的統計。 
 

此外，由於問卷是要求受試者在個人過去的工作經驗，回想一個印象深刻的行政獎勵個案或

行政懲罰個案，然後針對該個案回答問卷的問題。其中回答行政獎勵個案的問卷計 70 份，佔

51%，回答行政懲罰個案的問卷計 66 份，佔 49%。此外，個案是在近半年發生者計 58 份，佔

13%，個案已經超過半年以上者計 77 份，佔 57%。 
 
三、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首先進行變項衡量題目的因素分析及內部一致性分析(Cronbach alpha)，以檢視資料衡

量的效度與信度狀況，其次分析各變項的平均數、標準差以及變項間的簡單相關係數，然後再以

淨相關(partial corrlation)分析檢測研究假說。 
 

肆、資料分析結果 
 
一、效度與信度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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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資料首先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決策穩定性與決策可控性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1]；喜歡與生涯期望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2]。 
 
表 4-1:決策特性的因素分析結果 

 衡         量        題           項             因素 
                                               決策穩定性 決策可控性 
1.我覺得這個獎懲決策與過去慣例比較沒什麼不同的。   0.86      0.01 
2.我覺得這個獎懲決策與過去慣例比較是有所不同的。   0.87      0.07 
3.我覺得這個獎懲決策可以說是有別於過去常規的特例。 0.83     - 0.14  
4.我覺得這個獎懲決策受當事人可控的制度因素決定。  - 0.09      0.83 
5.我覺得這個獎懲決策受當事人不可控的政治因素決定。 0.34      0.70 
6.我覺得浙個獎懲決策當事人沒有控制決策結果的機會。- 0.19      0.72 
 
 
表 4-2:喜歡關係與生涯期望的因素分析結果 

 衡         量        題           項             因素 
                                              喜歡關係   生涯期望 
1.我非常喜歡這個獎懲案的當事人。                   0.89      0.01 
2.這個獎懲案的當事人可說是一位值得交往的好朋有。   0.84      0.22 
3.我相信在軍中努力工作，就會有好的考績。           0.40      0.60 
4.我相信在軍中考績好，就會有升遷的機會。           0.12      0.68 
5.我認為在軍中升遷對我是具有吸引力的。            - 0.01      0.85 
6.我對於自己未來在軍中的前途發展有高度的期許。     0.11      0.71 
 
 
    本研究在假設驗證前針對各變項的衡量信度、平均數、標準差以及變項間的簡單相關進行分

析，結果如[表 4-3]。 
 
表 4-3:平均數、標準差、相關係數與量表信度 
變     項 Mean  S.D.   1    2    3    4     5    6    7    8    9  
1.行為焦點 3.16  1.10 
2.特質焦點 3.15  0.87   .07 
3.關係焦點 3.15  0.93  - .42  .19  
4.穩定性   2.83  0.80   .36  -.10  -.38 
5.可控性   2.86  0.75  - .01  -.13  .04  -.01 
6.對事歸因 3.18  1.07   .48  -.18  -.34  .33   .12 
7.對人歸因 3.28  1.13  - .42  .25   .41  -.40   .14  -.81 
8.程序正義 2.85  1.13   .62  -.04  -.41  .47   -.05  .58   -.52 
9.生涯期望 3.00  0.64   .18  .02   -.23  .06   -.02  .26   -.21  .29 
10.喜歡    3.15  0.78   .21  -.21  -.26  .09   -.22  .36   -.32   .35  .32 
註:N=136(包括獎勵與懲罰個案)；粗體數字代表至少達 p<0.05 以上的顯著水準。 
 
    本研究區分獎勵個案與懲罰個案，分別採用淨相關分析進行假說 1 至假說 4 的驗證，假說 5
則以簡單相關驗證。 
 
 
二、決策特性與決策歸因的關係 
 
    本研究的假說 1 至假說 3 在探討決策特性與決策歸因的關聯性，為了排除受試者與獎懲個案

當事人關係對研究結果的混淆，因此本研究採取偏相關分析(partial correlation analysis)，控制受

試者與個案當事人的喜歡(liking)程度，然後分析受試者對決策特性的認知與決策歸因的關係。同

時，本研究分析發現獎勵個案與懲罰個案的關聯性具有差異性，因此，本研究以下分別分析獎勵

與懲罰的幹案資料，以檢定所提出的假說。分析結果如[表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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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決策特性與決策歸因之偏相關係數 
 行為焦點 特質焦點 關係焦點 穩定性 可控性 

對事不對人 0.52*** 0.04 -0.32** 0.37** 0.06 獎勵 
個案 對人不對事 -0.51*** -0.02 0.39*** -0.46*** -0.07 

對事不對人 0.36** -0.30* -0.22+ 0.26* 0.37** 懲罰個

案 
對人不對事 -0.22+ 0.45*** 0.30* -0.35** -0.39** 

註 1：回答獎勵個案的樣本數為 70；回答懲罰個案的樣本為 66。 
註 2：+表 p<0.1；*表 p<.05；**表 p<.01；***表 p<.001 
 
    以上[表 4-4]的分析結果顯示，首先，就決策焦點特性而言，無論是獎勵個案或是懲罰個案，

受試者知覺該項決策是以當事人的「實際行為」做為決策考慮的焦點，則傾向於認為該項決策是

「對事不對人」，而比較不會認為是「對人不對事」；但是如果受試者知覺該項決策是以當事人的

「背景關係」做為決策考慮的焦點，則傾向於認為該項決策是「對人不對事」，而比較不會認為

是「對事不對人」；然而，只有在懲罰的個案情境，受試者知覺該項決策是以當事人的「個人特

質」做為決策考慮的焦點時，傾向於認為該項決策是「對人不對事」，而比較不會認為是「對事

不對人」，在獎勵的個案情境並無此關聯性。因此，本研究所提出的假說 1A 及 1C 獲得實證資料

支持，但假說 1B 僅部份支持。 
其次，就決策的穩定特性而言，受試者知覺該項決策的穩定性愈高，則愈傾向於認為該項決

策是「對事不對人」，而比較不會認為是「對人不對事」。因此，研究假說 2 獲得實證資料支持。

最後，就決策的可控性而言，受試者知覺該項決策的可控性愈高，則愈傾向於認為該項決策是「對

事不對人」，而比較不會認為是「對人不對事」，但這項關聯性只有在懲罰的個案情境成立，獎勵

的個案情境並無此關聯性。因此，研究假說 3 獲得實證資料部份支持。 
整體而言，本研究對於決策特性與決策歸因關聯性的預測，基本上大多是成立的。上述未顯

著的研究結果，表示組織成員在觀察到同事受獎勵的決策事件時，是否將該項決策歸因為「對事

不對人」或「對人不對事」，與該項決策是否考慮「個人特質」無關，也與該項決策結果的「可

控性」無關。本研究推測，可能是國軍的獎勵決策大多屬於例行「獎點」的分配，除非有特殊貢

獻(實際行為)，否則組織成員多認為關係背景會影響獎點分配，但個人特質比較不會影響獎點分

配。然而，懲罰的情況就可能不同，組織成員相信一個人犯錯被罰的輕重，與當事人長期表現的

個人特質具有關係，如果當事人平時就是奉公守法，即使犯錯也可能被重輕處分。同時，一個人

犯錯的懲罰是比較受到組織成員關注的，所以決策結果的「可控性」會影響到人們的歸因，而獎

勵決策的「可控性」則比較不會影響歸因，本研究推測可能與國軍組織的獎懲現況有關，也就是

一個人沒有犯錯被懲罰是少見的，但一個人沒有功勞卻被獎勵則是常見的。關於這點推測有待後

續研究驗證。 
 

三、決策歸因與程序正義知覺的關係 
 
    本研究的假說 4 在探討個體對特定獎懲決策的歸因是否會影響他對該項決策的程序正義知

覺。同樣地，本研究仍將受試者與當事人的關係加以控制進行淨相關分析。資料分析結果如[表
4-5]。 
 

表 4-5：決策歸因與程序正義知覺之偏相關係數 
 程序正義知覺 

對事不對人 0.59*** 獎勵 
個案 對人不對事 -0.57*** 

對事不對人 0.42*** 懲罰個

案 
對人不對事 -0.35** 

註 1：回答獎勵個案的樣本數為 70；回答懲罰個案的樣本為 66。  
註 2：*表 p<.05；**表 p<.01；***表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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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表 4-5]的分析結果顯示，無論是獎勵個案或是懲罰個案，受試者知覺該項決策是「對

事不對人」而不是「對人不對事」時，則受試者知覺該項決策愈具有程序正義。因此，本研究的

假說 4 獲得實證資料支持。 
 
四、程序正義知覺與生涯期望的關係 
 
    本研究的假說 5 在探討個體對特定獎懲決策的成續正義知覺是否會影響他個人的生涯期

望。由於受試者與個案當事人的關係不致於對受試者個人的生涯期望產生影響，因此，本研究僅

分別針對獎勵與懲罰的資料進行簡單相關分析，並未控制受試者與當事人的關係。資料分析結果

如[表 4-6]。 
 

表 4-6：程序正義知覺與生涯期望的相關係數 
 生涯期望 

獎勵個案 程序正義知覺 0.24* 

懲罰個案 程序正義知覺 0.36** 

註 1：回答獎勵個案的樣本數為 70；回答懲罰個案的樣本為 66。 
註 2：+表 p<0.1；*表 p<.05；**表 p<.01； 

 
    以上[表 4-6]的分析結果顯示，無論是獎勵個案或是懲罰個案，受試者知覺該項決策愈具有

程序正義則生涯期望愈高。因此，本研究的假說 5 獲得實證資料支持。 
 

伍、結論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是針對國軍組織的獎懲決策所進行的探索性研究，採用的是過去文獻的歸因架構進行

實證調查，其間仍有若干的因素尚未完全釐請並控制。因此，在解讀研究結果時仍應考慮以下有

關理論發展及研究方法上的限制。 
(一)、本研究以國軍組織的行政獎勵與行政懲罰為研究情境，發現獎勵與懲罰的決策歸因不完全 

相同，表示組織中升遷、調職等其他人事決策的歸因，並不能完全用本研究的結論進行類推。 
(二)、過去有關歸因理論的實證，多以受試者本身的經驗進行歸因，本研究乃以第三者的觀點進 

行決策的歸因，由於本研究是第三者觀點，因此對特定人事決策的程序正義知覺與生涯期望 
的關係較微弱，畢竟不是本身的經驗，對於生涯期望的影響則必然大幅降低。 

(三)、雖然本研究資料中並未發現性別、年齡、學歷與職務類別與歸因有關，但有部份的決策特 
性間是具有關聯性的。換言之，本研究並未完全釐清決策歸因的相關影響因素，卻僅以控制 
受試者與當事人的喜歡關係進行偏相關分析，因此研究結論的說服力是應有所保留的。 

 
二、研究結論 
 

本研究以國軍組織的行政獎勵與行政懲罰為情境，探討組織成員的決策特性與決策歸因的

關聯性，決策歸因與正義知覺的關聯性，以及程序正義與生涯期望的關連性。分析 136 個有效樣

本結果如下: 
(一)、組織成員愈認為特定行政獎勵及行政懲罰決策的考慮焦點是當事人的實際行為，則愈傾向 

認為該決策是「對事不對人」。 
(二)、組織成員愈認為特定行政懲罰決策的考慮焦點是當事人的個人特質，則愈傾向認為該決策 

是「對人不對事」。在行政獎勵的情境並無此關聯性。 
(三)、組織成員愈認為特定行政獎勵決策的考慮焦點是當事人的背景關係，則愈傾向認為該決策 

是「對人不對事」。在行政懲罰的情境並無此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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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組織成員愈認為特定行政獎勵及行政懲罰決策的穩定性愈高，則愈傾向認為該決策是「對 
事不對人」。 

(五)、組織成員愈認為特定行政懲罰決策的控制性愈高，則愈傾向認為該決策是「對事不對人」。 
在行政獎勵的情境並無此關連性。 

(六)、組織成員愈認為特定行政獎勵及行政懲罰決策是「對事不對人」，則愈認為該決策是公正 
的。 

(七)、組織成員愈認為特定行政獎勵及行政懲罰決策是公正的，則對於個人在軍旅發展的生涯期 
望愈高。 
 

三、管理意涵與後續研究建議 
 
    依據研究結論以及研究過程的經驗，本研究提出以下管理實務上的建議及後續研究的建議。 
 
(一)、管理意涵 
    本研究發現組織成員的個人生涯期望，會受到對同事獎懲的程序正義知覺所影響，此正義知

覺與他對獎懲決策的對事或對人歸因具有關聯，而形成對事或對人歸因與該項獎懲決策的特性有

關，這些特性包括該項決策考慮焦點、決策穩定性與決策可控性。因此，組織在進行對特定成員

的獎勵或懲罰時，不應該誤以為這項決策僅影響了當事人的態度與行為，同時也對組織中其它成

員產生影響，因為累積特定決策的正義知覺會形成對主管或組織的整體正義知覺。 
國軍組織如果要讓成員能夠對特定決策產生正義知覺，就必需細心地處理決策過程的一些重

要線索，例如向組織成員解釋獎懲決策所考慮的焦點，確實是當事人的實際行為而沒有考慮當事

人的個人特質與背景關係，同時，獎懲決策不會因人而有不同的處理程序，避免讓國軍成員認為

該項獎懲是有別於過去的特例，最後，獎懲決策應立基於可控的制度因素而非不可控的政治因

素，由其是懲罰決策應讓當事人有申訴的機會。國軍組織一向宣稱「獎從下起，罰從上起」，但

是實際的情形又是如何呢?這點有賴國軍各級幹部務實檢討。 
 
(二)後續研究建議 
    建議後續研究可以針對特定個案進行當事人觀點與第三者觀點的歸因比較研究，以澄清更多

影響決策歸因的重要因素。同時，建議後續研究時以更精確的研究設計與資料分析方法，釐清決

策特性對於決策歸因的相對影響力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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